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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绿色创造力的诱发机制：个体、情境 

及其共同作用模式 

余光钰 1  聂  琦 2  彭  坚 1 

(1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96) (2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双碳”背景下, 企业亟需加快绿色低碳发展进程。员工绿色创造力是企业实现低碳发展的关键途径, 

指员工针对绿色产品、服务、流程以及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新想法。然而, 目前学界对

绿色创造力诱发因素与作用机制的议题尚缺乏系统认识。个体(动机、认知、情感、态度、资源能力、行为)

与情境(领导风格、愿景战略、管理实践、综合实力)因素构成了诱发员工绿色创造力的前因变量。在此基础

上, 将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模式归纳为两类：(1)“情境→个体”驱动路径模式, 自我决定、社会认知、情感事件、

态度改变理论是上述模式的解释视角; (2)个体与情境交互关系模式, 素质激活模型与动机性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是上述模式的解释视角。未来研究可以从概念界定、文化影响、团队建设、动态属性、持续性以及代价等

视角出发, 丰富绿色创造力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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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生新颖有用的想法、行动能够促进企业实

现创新发展。随着当前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温

室效应等问题日益严峻 , 中国政府提出 “力争

2030 年实现碳达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 (“双碳”)

的目标, 鼓励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保护生

态环境。为此,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探索绿

色创新发展的实现途径。在这一过程中面临一些

“卡脖子”问题, 诸如环保基础研究缺乏长效支持、

关键环保核心技术短缺、环保科研成果无法转化

落实, 而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企业创新

主体(员工)的相关创造力(雎华蕾, 汶海, 2021)。受

全球气候变化和市场环保主义的影响, 企业有必

要将绿色管理理念与创造力相结合 (Chen & 

Chang, 2013)。基于此, 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者

在传统创造力(Creativity)的基础上提出员工绿色

创造力(Green Creativity)这一概念 , 指员工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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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品、服务、流程以及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

新颖性和实用性的新想法(Chen & Chang, 2013), 

能够发动员工广泛参与绿色活动, 进而加快企业

的绿色低碳发展步伐。 

作为创造力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的产物 ,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提出不仅更新了“双碳”背景下

的创造力理念, 将创造力研究拓展到绿色管理领

域, 提供了助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新研究视角(李

文静 等, 2020), 还更加契合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

要：根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

的政策与行动 2022年度报告》数据, 截至 2021 年, 

我国已打造 989 种绿色设计产品、662 家绿色工

厂、107 家绿色供应链企业、52 家绿色工业园区, 

培育 430 家节能企业产值超 8 万亿元, 年增速

10%以上。随着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逐渐

提高, 现阶段企业迫切需要将环境危机转化为历

史机遇, 而培育员工绿色创造力能够加速这一绿

色创新发展进程(Chen & Chang, 2013)。 

国内外学者均就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激发议题

进行大量有益探索, 为指导企业绿色管理实践提

供了重要启发。然而, 这些研究之间联系不紧、



171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较为零散 , 导致绿色创造力的诱发因素凌乱难

辩、个体与情境因素作用机制不明等遗留问题 , 

不利于全面认识员工绿色创造力研究领域的现状

与趋势, 对于如何激发员工绿色创造力尚缺乏一

个综合性解答。鉴于上述不足, 本文基于 PRISMA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申明推荐的文献检索方法

(Moher et al., 2010), 对现有文献分别进行识别、

筛选、合格与保留(杨付, 刘清, 2021)。其中, 识

别 阶 段 , 以 “ 环 保 / 绿 色 创 造 力 ” 或 “Green/ 

Environmental Creativity”为关键词 , 将起始年份

设置为 2013 (2013 年首次正式提出绿色创造力并

开发测量工具且得到学界的广泛应用 ; Chen & 

Chang, 2013), 在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以及 Web 

of Science、EBSCO 和 Pro Quest 中英文数据库中

检索, 同时剔除可能缺乏同行审查与理论依据的

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Gardner et al., 2011), 初步

检索文献 3941 篇(英文文献 3580 篇, 中文文献

361 篇); 筛选阶段和合格阶段, 通过阅读题目、摘

要和关键词, 分别剔除重复文献、不相关领域、

与绿色创造力构念无关(如绿色绩效)、非主流期刊

和使用非英语/汉语文献; 最终在保留阶段纳入符

合条件的 42 篇文献研究, 包括英文文献 38 篇(实

证研究), 中文文献 4 篇(实证研究)。 

在检索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回顾了学界对绿

色创造力的概念界定与测量工具并区分近似概念, 

主要从个体因素、情境因素与个体−情境共同作用

模式归纳影响绿色创造力的要素与形式, 深入分

析“如何激发员工绿色创造力”的具体问题, 以期帮

助学者进一步了解绿色创造力的本质与核心要素。 

2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概念与测量 

2.1  绿色创造力在传统创造力研究领域的独特性 

绿色创造力概念的提出源于学界对生态保护

和绿色创新的关注。继承创造力的特征, 绿色创

造力强调个体针对绿色产品、服务、流程以及实

践提出新想法(Siddiquei et al., 2021)。然而, 绿色

创造力不仅是创造力的具体表现形式, 更是一种

关注利益相关者环保诉求的创造力, 以环境效益

为核心, 重视利益相关者环保目标(Chen & Chang, 

2013), 与传统创造力研究既存在共性, 也有独特

之处。 

绿色创造力与传统创造力的共同点在于二者

均关注提出想法的原创、新颖和实用性, 开发独

特竞争优势并创造相应的效益, 从而提升组织绩

效、确保企业生存(Mittal & Dhar, 2016)。 

绿色创造力与传统创造力存在以下四点不

同。首先, 表现形式不同。传统创造力强调以经

济效益为核心(Amabile et al., 1994), 既包含改良

产品、服务、技术与工作流程的善意表现, 也可

能存在工作越轨、不道德行为等恶意表现(Gino & 

Ariely, 2012)。然而, 绿色创造力以环境效益为核

心, 为获得绿色竞争优势、提升企业形象、实现

绿色清洁生产做出巨大贡献 (李文静  等 , 2020; 

Maitlo et al., 2022), 具有服务于企业与社会双重

利益的建设性功能, 是一种善意的表现。这是因

为“绿色”理念与创造力的恶意使用之间存在相悖

逻辑, “绿色”理念督促员工以保护环境为前提, 行

动往往出于“好心”。 

其次, 主导目标不同。传统创造力旨在提升

组织绩效、创造竞争优势、确保组织长期生存, 以

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然而, 自然环境也因全行

业经济高速发展而承受着巨大压力和毁灭性打击, 

环境保护问题成为以传统创造力为主旨搭建的商

业逻辑下亟待解决的危机之一 (Mittal & Dhar, 

2016)。绿色创造力则旨在帮助组织适应日益复杂

的经济环境, 满足客户独特的、额外的环保期望

(Mittal & Dhar, 2016), 获取新型竞争优势并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Song & Yu, 2018), 以弥补传统

创造力尚未关注环境问题的缺陷。  

第三, 诱发条件不同。尽管传统创造力与绿

色创造力的影响因素均可归纳为个人、团队和组

织三个层次(Anderson et al., 2014; Chen & Chang, 

2013), 但是二者的侧重点存在差异。传统创造力

主要利用个体特质或任务、环境特征培养思维活

跃性和认知灵活度, 能够在复杂社会系统中创造

有价值的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流程(Woodman et al, 

1993)。而绿色创造力着眼于环保主义市场趋势, 

其诱发因素侧重于具有时代特征的个人环保价值

观和企业绿色战略理念等。换言之, 绿色创造力

基于战略高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环境管理

问题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Song & Yu, 2018)。因此

二者的诱发条件并不完全一致(Chen et al., 2015)。

此外, 互动论也指出, 绿色创造力比传统创造力

的形成机制更为复杂, 需要各种个体与环境前因

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Kalyar et al., 2021; Shal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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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4)。 

第四, 对员工个人品质具有不同的要求。传

统创造力仅仅对员工的思维活跃性提出了相应要

求, 而绿色创造力作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环保行动, 

除了要求员工具备从事创造性活动的基本个人特

质(如勤奋好学、兼容并包、推陈出新等)之外, 还

对组织成员提出了心怀环保使命、形成环保责任

意识、保持环保敏感度等高层级的要求(李文静 

等, 2020)。 

2.2  绿色创造力的概念视角与测量工具 

纵观现状, 学界主要采用目标结果观与综合

能力观两类视角界定绿色创造力。 

目标结果观的代表学者为 Chen 和 Chang, 他

们将绿色创造力定义为“员工针对绿色产品、服

务、流程以及实践提出具有原创性、新颖性和实

用性的新想法” (Chen & Chang, 2013)。与传统创

造力不同, 绿色创造力强调产品、服务、流程和

实践等创新性结果带来的环境友好性与生态可持

续性。目前大部分研究沿用这一观点(Farooq et al., 

2021; Joshi & Dhar, 2020; Kalyar et al., 2021; 

Maitlo et al., 2022; Song & Yu, 2018; Yang et al., 

2019)。在概念指导下, Chen 和 Chang (2013)将

Rego 等(2007)和 Barczak等(2010)开发的创造力量

表以替代关键字和聚焦主题词的方式, 改编为 6

个条目的绿色创造力量表 , 即将题目中“我的下

属”替换为“绿色产品开发项目的成员”, 加入“绿

色/环保”字眼, 采用李克特 5 点计分, 由绿色产品

开发项目的领导评价其成员绿色创造力(他评)。例

题如, “绿色产品开发项目的成员能提出实现环保

目标的新方法” (α = 0.913)。该量表得到国内外学

者广泛使用 , 在中国的制造业 (田虹 , 田佳卉 , 

2020)、汽车行业(Maitlo et al., 2022)、电子科技业

(李文静  等 , 2020)和商学毕业生 (Song & Yu, 

2018)、越南的旅游业(Tuan, 2019)、印度的手工艺

品业(Joshi & Dhar, 2020)以及欧洲、肯尼亚、巴基

斯坦、伊斯坦布尔和摩洛哥的酒店业(Bhutto et al., 

2021; Farooq et al., 2021; Kalyar et al., 2021; 

Muisyo et al., 2022; Öğretmenoğlu et al., 2022)等

不同组织文化中均得到验证。然而, 在使用量表

的过程中, 学者们选取题目缺乏一致性。例如, 有

学者将原量表题目的绿色产品开发项目成员简化

为公司成员/组织成员/项目成员(Chen et al., 2015; 

Mittal & Dhar, 2016; Riva et al., 2021); 李文静等

(2020)将主语修改为第一人称用于员工自评其绿

色创造力, Muisyo 等(2022)使用该量表同时测量

员工与团队层面的绿色创造力; Bahzar (2019)与

Bhutto 等(2021)仅分别使用其中 4、5 个题项, 且

未解释部分抽取题项的原因。 

综合能力观的代表学者为 Jiang等人, 他们认

为绿色创造力指员工产生新颖有用想法以创造绿

色成果的综合能力。 Jiang 等 (2020)指出 , 尽管

Chen 和 Chang (2013)提出的定义已得到学界广泛

认可, 但它只能反映产品结果维度, 忽略综合衡

量标准, 因而很难完全体现绿色创造力的内核。

具体而言, 绿色创造力是集绿色创造性动机、思

维、行为和成果于一体的综合能力, 应从多个维

度进行评价。鉴于此, Jiang 等(2020)根据 Rhodes 

(1961)提出的创造力 4P 模型重新编制员工绿色创

造力量表, 采用李克特 7 点计分(α = 0.880)。该量

表包括 4 个维度, 每个维度各 4 题, 即绿色创造性

思维(Green Creative Thinking)、绿色创造性行为

(Green Creative Behavior)、绿色创造性动机(Green 

Creative Motivation) 和绿色创造性成果 (Green 

Creative Outcome), 分别对应 4P 模型的创造者

(Person)、创造过程(Process)、创造环境(Press)和

创造成果(Product)。其中, 绿色创造性思维代表开

发绿色产品成果的认知能力 , 例题如“我能灵活

思考与绿色相关的创造性问题”; 绿色创造性行

为侧重开展相关环保任务的活动能力 , 例题如

“我能和他人分享与绿色相关的创造性知识和技

能”; 绿色创造性动机聚焦愿意提出原创可行想

法的驱动能力 , 例题如“从事与绿色相关的创造

性工作让我感到有成就感”; 绿色创造性成果关

注能够实现创造性目标的结果能力 , 例题如“我

能迅速领悟到与绿色相关的新颖、有用的理念”。

以上各量表及题项示例见表 1。 

本文认为绿色创造力的概念界定应继续沿用

目标结果观而非综合能力观, 从结果维度衡量员

工提出具有环境友好性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绿色创

造性理念。因为对于并未拥有绿色产品研发经验

的员工而言, 他们没有真正参与绿色创造性任务, 

即使他们拥有创造绿色成果的能力, 也不能保证

其对绿色创新进程的推进作用, 同时综合能力观

基于个体的主观感受, 难以较为客观、合理地评

估员工绿色创造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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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创造力的界定视角与测量工具举例 

量表出处 界定视角 维度 题项 例题 Cronbach’s α

Chen 和 Chang (2013) 结果观 单维 6 绿色产品开发项目的成员能提出实现环保目标的新方法。 0.913 

Chen 等(2015) 结果观 单维 6 公司成员能提出实现环保目标的新方法。 0.922 

李文静等(2020) 结果观 单维 6 我能提出新的环保理念, 以改善组织的环保绩效。 0.892 

Bahzar (2019) 结果观 单维 4 绿色产品开发项目的成员能反复思考新的绿色理念。 0.896 

Bhutto 等(2021) 结果观 单维 5 我能主动向他人推广和倡导新的绿色理念。 0.900 

Jiang 等(2020) 能力观 四维 16 我能灵活的思考与绿色相关的创造性问题。 

我能和他人分享与绿色相关的创造性知识和技能。 

从事与绿色相关的创造性工作让我感到有成就感。 

我能迅速领悟到与绿色相关的新颖有用的理念。 

0.880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献整理。 

 

2.3  相似概念区分 

此外, 有必要区分与“绿色创造力”相似的概

念, 即“绿色创新(Green Innovation)”。绿色创新是

与绿色产品或流程有关的硬件或软件创新, 涉及

节能防污、废物回收、绿色产品设计或环境技术

革新, 致力于运用绿色知识消除资源瓶颈以促进

可持续发展(Chen et al., 2006), 即关注新想法的

实施; 而绿色创造力则代表个人/组织提出绿色创

造性想法所运用的理论体系与实践知识(Song & 

Yu, 2018), 即强调新想法的产生。因此, 绿色创造

力构成绿色创新的基础, 促进绿色创新进程。然

而, 部分学者在测量时存在量表等同或混用的情

况, 例如, Zhu 等(2013)将创造力量表用于衡量下

属的创新性。有学者强调, 应明确区分创新与创

造力, 不能忽视混淆概念而造成的代价(Anderson 

et al., 2014; Hughes et al., 2018)。 

3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诱发机制：个体因
素与情境因素 

以往研究围绕员工绿色创造力的诱发机制议

题, 取得了一系列有益进展。考虑到变量间存在

相似性, 本文归类整理同类概念变量, 发现个体

因素与情境因素是影响员工绿色创造力的两大核

心范畴, 且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模式

构成诱发员工绿色创造力的重要机制。因此, 本

文提炼出图 1 所示的研究框架以厘清员工绿色创

造力的研究现状。 

3.1  个体因素 

3.1.1  员工动机 

动机是激发、指向、维持和调节个体特定行

为反应的驱动力(Amabile et al., 1994)。以往研究

指出, 当个体拥有绿色内部动机(Green Intrinsic 

Motivation)、绿色自主性(Green Autonomy)或亲社

会动机(Prosocial Motivation)时, 其绿色创造力呈

现高水平状态, 而绿色外部动机(Green Extrinsic 

Motivation)则会阻碍绿色创造力的产生(李文静 

等, 2020; Maitlo et al., 2022)。例如, 李文静等

(2020)发现, 绿色内部动机激发员工的环保兴趣, 

诱导其产生解决环境问题的灵感与想法(Amabile 

et al., 1994; Hughes et al., 2018); 而绿色外部动机

作为一种由名声、金钱和地位等带来的外部绿色

驱动力(Hughes et al., 2018), 降低员工自主思考

环境问题的热情, 负向调节绿色内部动机与员工

绿色创造力之间的关系。正如 Liu 和 Liu (2023)

所指出的, 高精神激励、低物质激励可能是提高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最佳绿色激励组合。但这类研

究样本来自中国 IT 行业与酒店旅游业, 具有高权

力距离的集体主义文化可能缺乏普适价值, 有待

未来研究进一步探讨。有研究表示, 在支持自主

的绿色创新氛围中, 具有高绿色自主性的员工能

够感受到更多的自由, 积极思考环境保护的创造

性方案(Ekvall, 1996), 即绿色自主性强化绿色创

新氛围对绿色创造力的促进作用(Maitlo et al., 

2022)。此外, 亲社会动机作为一种实现组织环保

目标、培养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有效途径(Yang et al., 

2019), 能够鼓励内部成员相互协调, 使其表现出

利他的行为倾向(Grant, 2007)。但以上研究分别探

讨不同动机的单一作用, 未对动机类型进行细致

区分, 未来可以依据外部动机、信息动机和控制

动机等其他类型动机(李文静 等, 2020)对员工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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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个体−情境因素研究框架 
 

色创造力的影响做详细探究。 

3.1.2  员工认知 

认知是影响员工绿色创造力的重要因素。纵

观现有文献, 认知因素主要包括绿色正念(Green 

Mindfulness)、自我效能(Self-efficacy)、价值一致

性(Value Congruence)、环境价值观(Environmental 

Values)。绿色正念指个体对相关环境信息有知觉

的意识状态, 拥有绿色正念的个体会专注于绿色

创造性任务, 创造性地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想

法 (Chen et al., 2015) 。 绿 色 自 我 效 能 (Green 

Self-efficacy)指个体相信其有能力组织和执行环

保方案(Chen et al., 2015), 这有助于提高其实现

环保目标的绿色创造力水平(Jiang et al., 2020)。

Chen 等(2015)和 Farooq 等(2021)分别基于中国台

湾和摩洛哥样本, 验证了绿色正念和绿色自我效

能对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正向影响。需要注意的是, 

自我效能的另一方面——创新自我效能(Creative 

Self-efficacy)——对激发绿色创造力同样具有重

要意义。田虹和田佳卉(2020)指出, 不同于绿色自

我效能注重环保潜能, 创新自我效能更强调应对

挑战时的信心与创造性潜能, 有助于激发员工创

造性的投入绿色任务。该研究还发现追随者与领

导者的价值一致性对员工绿色创造力的诱发效

果：员工与领导、组织层面的价值认知越契合, 越

能刺激员工将绿色目标内化为自身价值观的一部

分(彭坚, 王震, 2019), 越容易激发绿色创造力(田

虹, 田佳卉, 2020)。另外, Al-Hawari 等(2021)发现

员工的环境价值观将其注意力引向环境友好型活

动, 促使员工产生新的环境保护方案(Steg, 2016)。 

3.1.3  员工情感 

现有研究基于不同国家样本, 证实了个体的

和 谐 型 环 境 激 情 (Harmonious Environmental 

Passion)有助于激发其绿色创造力 (Chen et al., 

2021; Tuan, 2023)。绿色激情作为一种唤醒员工环

保使命感的积极情绪, 能够提高员工在工作环境

中的活跃度和愉悦感, 增强员工参与相关绿色创

造性活动的意愿(Kollmuss & Agyeman, 2002), 鼓

励员工更有活力、更有动力且更有灵感地投入到

绿色创造性任务中。 

3.1.4  员工态度 

员工的环保态度 , 如绿色工作投入 (Green 

Work Engagement)、绿色创造性过程投入(G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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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ve Process Engagement) 与绿色组织认同

(Green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对产生绿色创造

力的作用不容忽视。Bhutto 等(2021)以 302 份欧洲

酒店业员工为对象展开研究, 发现高绿色工作投

入的员工全情投身于绿色事业, 更愿意关注环保

相关议题, 探索并提出新颖有用的绿色理念以减

轻生态破坏(Bakker et al., 2020); 这一结果得到

Karatepe 等(2022)的证实。还有研究考察了以迭代

方式进行的绿色创造性过程投入, 发现员工需要

经历制定投资策略、构思完善创新理念以及整合

信息创意三个阶段 (Horng et al., 2016; Reiter- 

Palmon & Illies, 2004), 才能持续主动参与创新活

动 , 源源不断地提出富有创造性的环保想法

(Kalyar et al., 2021; Sidney et al., 2022)。绿色组织

认同——员工共同构建组织环保方案的感知与归

属感——与组织的环保宗旨相互呼应(Xing et al., 

2019), 更 能 激 发 员 工 新 颖 有 用 的 环 保 想 法

(Al-Ghazali et al., 2022; Mittal & Dhar, 2016; Song 

& Yu, 2018)。 

3.1.5  员工资源能力 

塑造员工绿色创造力的过程还需要员工资源

与能力的加持。Riva 等 (2021)指出 , 绿色知识

(Green Knowledge)为员工提供了创造性解决环境

问题的知识技能, 能够有效应对利益相关者的环

保期望, 有助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绿色创造力)

和高组织绩效(Cheng, 2019)。反之, 如果员工缺乏

相关绿色知识储备, 则不利于其提出有效的环保

想法(Cheng, 2019), 即绿色创造力水平不会出现

明显提升(Riva et al., 2021)。同时, Liao 和 Chen 

(2018)还指出 , 员工可能需要同时具备绿色知识

和动机意愿两个前提才能驱动绿色创造力。此外, 

尽管研究已验证了知识对于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程

度, 但是仍然存在员工缺乏相关知识也能富有创

造力的悖论(Cheng, 2019)。因此, 有必要关注其中

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此外, 职场地位(Workplace 

Status)代表员工在组织中拥有的能力、声望等外

部资源(Zinko et al., 2012), 能够盘活组织内部相关

资源, 形成有利于绿色创新的内部生态环境。居于

高职场地位的员工有强烈的责任感(Anderson et al., 

2015), 督促自身持续完善绿色创造性思维, 进而

提高其绿色创造力水平(Yang et al., 2019)。 

3.1.6  员工行为 

员工行为与绿色创造力的关系密切。绿色创

造力被视为创造性环保产出结果, 而员工行为是

实现该结果的重要行动路径。换言之, 员工环保

行为为其养成主动的环保习惯并形成环保成果提

供了可能。例如 , 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促使员工主动尝试能够减少危害环境的

行为(Kollmuss & Agyeman, 2002), 进而提出独特

的环保想法和解决方案; 同时, 亲环境行为也鼓

励其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寻找环境

问题的解决方案, 提出对环保流程更加有益的想

法(Ahmad et al., 2022)。类似的, Öğretmenoğlu 等

(2022)从伊斯坦布尔酒店员工中收集数据 , 指出

拥 有 绿 色 组 织 公 民 行 为 (Gree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的员工对环保工作持开放态

度, 在日常工作中展现出更多的绿色创造性, 如

探索和提出新颖的方法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Badar 等(2023)分析 265 名巴基斯坦酒店员工数据, 

指出员工的绿色知识共享行为(Green Knowledge 

Sharing Behavior)带来了适合培育和激发员工绿

色创造力的环境和文化：在积极的绿色交流过程

中, 员工既能传递环保价值观和绿色知识, 又能

够从他人那里获得新的绿色理念和支持回报, 从

而形成了接受方与被接受方的良性循环 (Watson 

& Hewett, 2006), 往往刺激员工绿色创造力水平

的提升(Liao & Chen, 2018)。 

3.2  情境因素 

3.2.1  领导风格 

领导风格在塑造员工绿色创造力方面至关重

要。绿色管理的研究潮流之下, 不同类型的环保

领导风格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 如绿色变革

型领导(Green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绿色

包容型领导(Green Inclusive Leadership)、道德型

领 导 (Ethical Leadership) 、 环 保 服 务 型 领 导

(Environmentally-specific Servant Leadership)、环

保真实型领导(Environmentally-specific Authentic 

Leadership)以及环保授权型领导(Environmentally- 

specific Empowering Leadership)。绿色变革型领导

由变革型领导引入, 分别从绿色智力激发、绿色

个性关怀、绿色魅力领导和绿色鼓舞人心四个维

度激活员工的创造潜力(李文静 等, 2020; 田虹, 

田佳卉, 2020; Al-Ghazali et al., 2022; Bahzar, 2019; 

Chen & Chang, 2013; Maitlo et al., 2022; Mittal & 

Dhar, 2016)。Bhutto 等(2021)基于前人研究提出

“绿色包容型领导”, 即开放、易接近且与员工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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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环保目标的关系型领导风格。此类领导对

绿色环保理念持包容态度, 鼓励下属从环保方向

思考, 对环境威胁或挑战有清醒的认知和正面的

解决态度, 指导下属提出并实施创新想法(Bhutto 

et al., 2021)。此外, 陆续有研究开始关注其他领导

力对绿色创造力的影响, 例如, Bahzar (2019)认为, 

道德型领导试图通过伦理规范改变员工的道德表

现, 即在推动生态保护实践中实现绿色创造力水

平最大化; Tuan (2019)发现, 环保服务型领导为

员工环保价值观与环保知识技能的培养提供服务, 

为员工提出绿色创造性想法进行全方位保障 ; 

Tuan (2023)实证分析表明, 环保真实型领导能够

切实保障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对绿色创造力的正向

影响; Badar 等(2023)借助资源保存与社会交换理

论, 证明了环保授权型领导通过激发员工的绿色知

识共享行为, 能够提高员工的绿色创造力水平。 

3.2.2  企业愿景与战略 

环境形势日益紧迫, 管理层试图从企业高度

构建绿色共同愿景(Green Shared Vision)与绿色创

新战略(Green Innovation Strategy), 以激发员工应

对环境挑战的绿色创造力。有研究发现, 绿色共

同愿景提供明确的环境目标与战略方向(Chen et al., 

2015), 能够正确引导员工的行动, 帮助成员从问

题识别、信息搜索和解决问题等方面构建新颖有

用 的 环 保 想 法 和 技 能 (Reiter-Palmon & Illies, 

2004)。因此, 组织层面的绿色共同愿景有助于激

发员工层面的绿色创造力。Song 和 Yu (2018)在调

研广东省商学院毕业生时发现, 环境法规会推动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形成, 鼓励有效利用资源以

降低成本, 满足客户对环境责任的要求, 激发员

工自觉或不自觉的绿色创新意识(Chang & Chen, 

2013), 即绿色创新战略与员工绿色创造力存在正

相关。此外, 绿色创业导向(Green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是组织掌控生态发展与指导绿色实践

的一种重要战略倾向, 有助于激发员工绿色创造

力(Tuan, 2022), 其中绿色创业导向子维度——绿

色先动导向(Green Proactiveness Orientation)——

同样具有此类效应(张秀娥, 李清, 2021)。 

3.2.3  企业绿色管理实践 

提升员工绿色创造力离不开企业绿色管理的

有效执行。以往研究发现, 企业贯彻落实一系列

环境管理方面的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Gree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如招聘具有环保

意识的员工、提供相应的绿色培训以及建立绿色

绩效奖惩制度等, 能够鼓励员工积极参与绿色实

践, 塑造正确绿色价值观, 从而增强员工绿色创

新意识 , 具体表现为绿色创造力水平提高 (Chen 

et al., 2021; Farooq et al., 2021; Hameed et al., 

2022; Muisyo et al., 2022; Sidney et al., 2022; Tuan, 

2023)。Song 等(2020)调研中国多个行业, 指出在

企业绿色创新战略的指导下 , 环保创新实践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Practices)通过改进工艺

技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环保目标, 进而培

养员工绿色创造理念, 提高员工绿色创造力水平

(Li, 2014)。 

鉴于组织对当前环境问题做出回应的管理实

践可能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差异, 绿色创新分为主

动型绿色创新(Proactive Green Innovation)和反应

型绿色创新 (Reactive Green Innovation) 两种类

型。前者指“为了领先对手、降低成本、引领市场

并获得竞争优势, 组织主动采取与环境相关的主

动创新”, 有利于激活员工绿色创造力, 使其拥有

绿色创新自主权 ; 后者指“为了遵守环境法规并

适应利益相关者要求, 组织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

出反应, 或者为了应对挑战而进行与环境相关的

被动创新” (Wang, Xue, & Yang, 2023), 仅在出现

环境问题时被迫采取行动, 员工难以应对不断变

化的环境(Henriques & Sadorsky, 1999), 主要表现

为绿色创造力水平低下, 或者此类型的绿色创新

与员工绿色创造力之间并未有显著关联。 

此外, 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也是来自

组织实践方面激发其绿色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企

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旨在

提高利益相关者福祉(Turker, 2009), 提供组织与

环境关系的价值判断标准, 向员工发出保护环境

的信号。作为组织的重要利益相关者, 员工会判

断企业行为是否符合环保期望。当员工认为组织

积极肩负社会生态责任时, 员工的绿色认知与技

能将得到有效提高 (Hur et al., 2018)。类似的 , 

Kalyar 等(2021)认为, 员工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的积极判断能够强化他们对绿色理念的理解, 使

他们专注于绿色创造性任务, 进而提出更多绿色

创造性想法(Tuan, 2020)。 

3.2.4  企业综合实力 

企业在环保领域的综合实力是保障员工绿色

创造力的基石。绿色动态能力 (Green Dynamic 



171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Capabilities)作为一种应对环境动态变化的能力 , 

强调适应性与动态化, 拥有绿色动态能力的员工

能够利用组织现有资源更新环保认知、打破常规, 

尝试以不同方式应对动态环境, 进而产生绿色创

新思维(Chen & Chang, 2013; Joshi & Dhar, 2020)。

Maitlo 等(2022)以辽宁省 20 家汽车公司的数据作

为支撑 , 指出企业内部营造的绿色创新氛围

(Green Innovation Climate)促使员工自愿参与创造

性环保任务, 为组织成员提供了相互信任、共担

风险以及落实任务的实力基础(Ekvall, 1996), 鼓

励员工提出更多新颖、有用的环保想法(Amabile 

et al., 1996)。近年来, 研究多次证实绿色创新氛围

与绿色创造力正相关 (Bhutto et al., 2021; Chen 

et al., 2021; Maitlo et al., 2022)。此外, 还有研究指

出, 组织的资源承诺(Resource Commitment)是影

响员工绿色创造力的重要前因。换言之, 如果组

织不能保证充分的资源供给与分配, 即使在具备

绿色动态能力、绿色组织认同等积极前因时, 员

工的绿色创造力水平也无法得到实质提升(Joshi 

& Dhar, 2020; Mittal & Dhar, 2016)。 

3.3  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的共同作用模式 

本研究认为, 个体与情境两类因素在影响员

工绿色创造力的过程中, 表现为两种共同作用模

式：驱动路径模式与交互关系模式。前者聚焦组

织或社会大环境对员工绿色创造力的塑造方式 , 

即情境因素不断刺激员工形成内在环保动机、影

响自我环境认知、产生相应情感反应、改变以往

的态度行为, 进而对绿色创造力产生了积极或消

极作用 ; 后者关注个体与情境因素的互动效应 , 

即基于个体与情境的交互作用, 探索员工绿色创

造力的复杂形成过程。 

3.3.1  “情境→个体”驱动路径模式 

纵观现有文献, 情境要素构成员工绿色创造

力的重要诱因之一。对于不同情境反应效果的解

释依赖于特定的理论。梳理现有研究中使用的理

论, 本文将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社会认知理论、

情感事件理论与态度改变理论, 解释情境因素如

何作用于个体因素以激发员工绿色创造力。 

自我决定理论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是

解释形成绿色创造力的重要理论视角之一, 其中

动机因素占据重要地位。当组织情境满足个体自

主、胜任和关系方面的需求时, 个体将产生内在

动机, 专注于与内在动机匹配的主动性任务(Deci 

& Ryan, 2000), 即提高个体的创新绩效。随着环

境问题被提上工作日程, 员工心中潜藏的对环保

事业的热爱、热情或兴趣逐渐内化为环保动机 , 

进而提高员工绿色创造力水平。相反, 如果组织

强制要求完成环保任务或者提供奖励、名声和地

位等外部利益, 会诱导员工产生外部动机, 则可

能适得其反(Hughes et al., 2018)。例如, 李文静等

(2020)调查 298 名 IT 企业员工发现, 由于深受绿

色变革型领导的鼓舞, 员工会产生内在动机进而

提升其绿色创造力水平; 而由奖惩、截止日期或

负面反馈等外部动机驱动的员工则会减少自主思

考环保方案的兴趣与热情(Hughes et al., 2018), 

对绿色任务产生压迫感, 绿色创造力水平低下。 

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on Theory)指出, 

个体做出某种行为反应源于情境因素对个体认知

的影响(Bandura, 2001)。具体而言, 个体在环境刺

激下主动调整认知, 通过有意识的外显控制加工

与无意识的内隐自动加工过程, 能动的发展对自

己能力的信念和判断, 形成与情境匹配的自我认

知, 进而调整个体后续行为(Bandura, 2001)。组织

积极响应“双碳”目标的工作情境引导员工形成绿

色创新理念, 刺激绿色认知的产生。一方面, 社会

认知理论指出自我效能感是连接组织情境与个体

行为的关键纽带, 例如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通

过沟通、培训等形式, 发展员工的绿色自我效能

感(Farooq et al., 2021), 这一信念激励员工积极参

与并提出创新方案(Jiang et al., 2020)。另一方面, 

个体的观察学习过程也能在这一理论中得到体现, 

例如绿色相关领导力作为刺激、引导员工绿色认

知形成的关键环境要素, 促使员工在观察领导行

为的过程中接收到更多的环境信息, 有意识的形

成与情境匹配的绿色认知, 激活其绿色创造潜力

(Bhutto et al., 2021; Chen & Chang, 2013; Tuan, 

2019)。 

情感事件理论(Affective Events Theory)将事

件、情绪、态度和情感反应串联成完整的反应链

条, 认为情感反应起源于情感事件, 以情绪为中

介, 形成相应的态度与行为。个体通过评估事件

以获得(积极或消极)情绪效价, 并影响着情绪激

活程度(强或弱), 这种情绪动态反应的结果因人

而异(Weiss & Cropanzano, 1996)。“双碳”背景下, 

组织对绿色议题的关注作为一类情感事件, 能够

激发员工心理上的环保意识和行动上的环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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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如,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构成激发员工

情绪反应的情感事件, 通过提高员工对环保实践

的投入度, 以产生唤醒员工环保使命感的绿色激

情; 这一积极情绪能够增强员工参与绿色创造性

活动的意愿(Kollmuss & Agyeman, 2002), 鼓励员

工主动提出绿色创造性想法 (Chen et al., 2021; 

Tuan, 2023)。 

Hovland 等 (1953)提出耶鲁态度改变理论

(Yale Attitude Change Approach), 认为个体主动

接受某种信息会导致其改变以往的态度行为; 同

时建立说服过程模型, 由说服者、说服信息、说

服情境(外部刺激)和说服对象(内在因素)四要素

构成。其中, 这一过程可以用两种认知加工系统

来解释, 即双系统模型(包括直觉型启发式系统和

理性型分析式系统)和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包括

非深思型边缘路线和深思型中心路线) (Kahneman, 

2003)。环保情境影响个体提出环保目标的创造性

想法可以用上述模型进行解释。例如, 绿色变革

型领导(说服者)能够为员工(说服对象)提供激活

绿色创造潜力的氛围(说服信息和情境)：绿色变革

型领导分别从绿色智力激发、绿色个性关怀、绿

色魅力领导和绿色鼓舞人心四个维度提高员工绿

色卷入程度, 比如制定环境友好政策、更有效地

使用原材料(Sidney et al., 2022), 从而触发员工分

析式系统或中心路线加工过程, 促使员工源源不

断地提出创造性环保想法(Sidney et al., 2022)。 

因此, 上述理论能够较好捕捉员工绿色创造

力的情境诱发机制。自我决定理论阐明环境因素

如何影响个体从事环保活动的内在动机, 社会认

知理论解释形成绿色创造力的认知性动因, 情感

事件理论刻画事件−情绪−态度的完整情感反应链

条, 态度改变理论揭示个体主动接受某种信息的

说服过程。未来可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对比不同

理论解释力, 揭示各理论在绿色创造力影响因素

研究中的相对权重。同时, 应挖掘其他能够解释

“情境→个体”驱动路径模式下诱发绿色创造力的

理论视角 , 如情境强度理论 (Situational Strength 

Theory)。情境强度是外部环境提供的关于潜在行

为是否可取的线索(Meyer et al., 2010)。高情境强

度 向 个 体 传 达 了 一 种 明 确 的 行 为 期 望 信 号

(Newman et al., 2017), 有效协调个体感知, 减少

情境歧义, 进而产生相应的积极效果与恰当行为

(Meyer et al., 2010); 而如果组织中缺少鼓励环保

的氛围, 员工可能会对环保目标和绿色生产义务

感到不确定(Su & Hahn, 2022), 阻碍其积极探索

绿色活动。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利用该理论以扩展

绿色创造力研究, 并加强对不同情境(如道德氛围)

及其强度如何影响员工绿色创造力结果的理解。

此外, 还可以探究未被充分讨论的情境与个体因

素之间的新驱动路径 , 如绿色领导力与职场地

位。Wang, Zhang 等(2023)认为, 授权型领导向团

队成员委派、分享了部分决策权力, 成员感到被

尊重、身份突出和有声望, 即感知的职场地位水

平较高, 从而展现出亲组织行为。那么相应的绿

色领导力是否也能增进其与组织成员的关系而提

升员工职场地位感知, 进而产生同样的绿色驱动

效果; 哪种类型的绿色领导力驱动强度最佳, 以

及是否存在替代或增强效应, 这些问题有待未来

进一步验证。 

3.3.2  交互关系模式 

Woodman 等(1993)提出创造力的个体−情境

交互模型, 指出个体层面的创造力是个人特质(如

认知、动机、相关技能等)与工作环境(如领导力、

组织氛围等)交互形成的复杂产物, 已得到多次实

证检验(Shalley et al., 2009)。员工绿色创造力作为

绿色管理领域的特殊创造力(Chen & Chang, 2013), 

其形成既与个体认知特征(如绿色正念、绿色组织

认同、环境价值观)和非认知特征(如绿色工作投入)

有关, 又受到当前工作情境的影响, 即在个体−情

境交互作用之下激发员工绿色创造力。目前研究

缺少对个体因素与情境因素交互关系模式的细化

区分, 本文通过引入素质激活模型和动机性信息

加工理论, 以期能够提供诱发员工绿色创造力这

一交互模式的基础解释框架。 

素质激活模型(Competency Activation Model)

源于特质激活理论(Trait Activation Theory)的拓

展 模 型 (Tett et al., 2013) 和 素 质 冰 山 模 型

(Competency Iceberg Model; McClelland, 1973), 

针对情境因素对个体因素的调节作用, 深入挖掘

“素质激活”形式(刘玉新 等, 2020)。该模型认为, 

只有适宜的工作情境线索才能激活个体工作相关

素质, 进而表现出显性结果(刘玉新 等, 2020)。需

要注意的是, 情境的激活对象并不局限于单一特

质类要素, 而是囊括显露出来的个体表层素质(如

知识、技能、能力, 简称 KSA)和潜藏内部的个体

深层素质(如价值观、自我概念、特质、动机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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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完整素质体系, 使得个体能以与其素质属性

一致的方式行事。其中, 情境线索对表层素质的

激活过程与特质激活理论拓展模型中对 KSA 的

激活过程类似, 即个体会展现相应行为但无法产

生内在满足感; 而对深层素质的激活过程则等同

于特质激活理论中的激活过程, 产生的内在满足

感和工作绩效带来的外部激励是诱发个体工作行

为的重要因素(王敏 等, 2021), 该行为也会反过

来影响工作情境, 加深或者减弱激活过程的强度

(刘玉新 等, 2020; Tett & Burnett, 2003)。员工拥有

的相关环保素质在与之匹配的环保情境线索激励

下, 有助于形成亲环境倾向, 促使其提出绿色创

新想法; 同时, 员工在深层素质激活过程中获得

的内在满足感与绿色绩效带来的外部激励, 能够

增强激活程度 , 进一步提高员工绿色创造力水

平。相反, 若工作情境不能提供保障绿色发展的

后备基础, 即使员工具备环保素质, 也会担心自

己的行为“不合群”而被另眼看待(Tuan, 2020), 因

而难以激发绿色创造力。 

具体而言, Mittal 和 Dhar (2016)与 Joshi 和

Dhar (2020)均提出, 当组织能够提供绿色创新所

需的充足资源即资源承诺水平较高时, 个体拥有

的诸如绿色动态能力、绿色组织认同等素质将被

激活, 这有助于激发员工产生更多新颖有用的环

保想法。而资源承诺水平低的组织则缺少后备保

障, 员工心有余而力不足, 其绿色创造力水平无

法得到实质提升。再如, 员工感知的企业社会责

任为激活绿色正念提供了情境线索(Kalyar et al., 

2021)。与低企业社会责任的组织相比, 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的组织树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 激励员

工充分发挥绿色正念的积极效果(Tuan, 2020)。此

外, 个体内部处于“沉睡”状态的环境价值观对绿

色创造力的激活效应也取决于绿色人力资源管理

的情境线索(Al-Hawari et al., 2021)。该线索向员

工传递组织层面的环保宗旨, 构建工作意义; 当

员工的价值观与这一线索匹配时, 员工会主动思

考环境管理方案, 提出更多创造性想法。 

动 机 性 社 会 信 息 加 工 理 论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强调动机的重要性, 

指出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信息加工过程中, 社会

动机与认知动机起共同决定作用(Bechtoldt et al., 

2010; De Dreu et al., 2011)。其中, 社会动机决定

加工哪些信息, 指明加工过程的方向; 认知动机

决定如何对信息进行加工与整合, 拓展加工过程

的深度(De Dreu et al., 2011)。该理论认为, 某种特

定情境借助个体因素塑造的两种动机进行信息加

工(王震 等, 2019; Grant & Berry, 2011), 影响信

息搜索或观点共享的质量。这一理论为真正实现

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启发, 管理层除了依靠诸如制

定相关绿色管理实践、实施绿色领导等情境因素, 

更重要的是个体因素对社会与认知环保动机的塑

造。而鼓励绿色创新的情境因素与该动机不谋而

合, 将会进一步增强员工对组织情境的投入程度, 

员工更关注环境效益, 积极加工相关绿色情境信

息, 进而自发提出新颖有效的绿色管理方案。若

缺乏能够塑造社会与认知动机的个体因素, 绿色

导向情境无法或只能强制要求员工参与相关环保

活动, 员工缺少为创造性活动做贡献的动机, 不

敢承担风险, 可能阻碍绿色创造力水平的提高。 

例如, Maitlo 等(2022)发现, 对于高绿色自主

性的员工而言, 绿色创新氛围更容易发挥激励作

用。因为绿色自主性塑造了员工的认知与社会动

机, 促使此类员工自由选择、决定与实践绿色创

新方案; 对于此类员工而言, 绿色创新氛围更容

易促使员工积极进行信息加工, 主动与同伴和领

导分享绿色理念(Ekvall, 1996), 极大地培养其绿

色创造力。此外, Tuan (2019)也论证了个体因素在

情境因素影响绿色创造力的信息加工过程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具有绿色组织认同的员工将环保活

动视为重要工作内容(Xing et al., 2019), 强化其

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从集体与社会利益着

眼, 追求合作、公平、共赢, 形成稳定的环保认知

与社会动机 ; 此类员工对支持性环境高度敏感

(Mostafa et al., 2015), 形成的个体动机促使他们

主动向环保服务型领导寻求绿色支持, 借助获得

的领导支持性信息进行深度加工, 减少参与环境

活动的不确定性, 进一步内化绿色价值, 进而激

发新颖有用的环保想法。 

因此, 上述理论为员工绿色创造力的两种交

互关系模式提供了依据。素质激活模型揭示情境

线索对个体素质的激活效应, 动机性信息加工理

论描述个体动机对情境信息进行深度加工的过

程。以往将个体与情境割裂分析的研究思路违背

了真实的传导逻辑, 只能片面解释单一因素对组

织环保实践活动的影响, 难以为激发员工绿色创

造力的复杂路径提供整合性建议。随着绿色管理



第 10 期 余光钰 等: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诱发机制：个体、情境及其共同作用模式 1719 

 

 

领域的研究不断丰富, 学界多次呼吁关注个体与

情境因素的交互模式, 有学者为此进行积极回应

(贾竣云 等, 2022)。此外, 也有必要关注这种交互

模式的替代效应, 注意识别相应个体与情境因素

组合的等效路径, 以便在无法满足某种因素时能

够使用其他替代性手段同样达到提升绿色创造力

的效果。 

3.3.3  共同作用模式的理论视角总结 

基于相应理论基础, 本研究归纳出两条诱发

员工绿色创造力的个体−情境因素共同作用模式, 

即驱动路径模式与交互关系模式。目前研究以驱

动路径模式为主, 对于个体与情境因素的交互关

系模式关注较少。Kalyar 等(2021)指出, 绿色创造

力的形成过程相较传统创造力更为复杂, 需要个

体与环境前因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因此, 本研

究认为, 个体与情境因素的交互关系模式是探索

员工绿色创造力形成过程的趋势, 应基于素质激

活模型与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 关注二者复杂交

互关系进而培养员工的绿色创造力。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系统回顾相关文献, 明确绿色创造力的

概念与测量工具, 梳理影响绿色创造力的个体因

素与情境因素, 关注个体−情境共同作用模式。基

于此, 本文认为未来绿色创造力研究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 

4.1  基于认知过程观开发绿色创造力 

如前文所述, 员工绿色创造力作为创造力与

可持续发展理念结合的产物, 得到广泛关注并引

入实证研究(Chen & Chang, 2013), 其概念界定充

分参考创造力的相关概念。基于以往研究, 创造

力存在结果观、特质观和过程观三种观点, 而绿

色创造力主要从目标结果和综合能力界定。其中, 

Chen 和 Chang (2013)定义的绿色创造力得到国内

外学者的广泛认同(李文静 等, 2020; Kalyar et al., 

2021; Maitlo et al., 2022; Mittal & Dhar, 2016; 

Song & Yu, 2018), 主要关注员工开发绿色产品结

果层面的创造性程度。对于绿色创造力的心理认

知过程, 学界并未做出明确探索。未来研究有必

要开发绿色创造力过程观, 从相应阶段发现更为

有效隐蔽的绿色创造力塑造路径。 

基于学界最具代表性的创造性思维四阶段论

(Four Steps for Creative Production; Wallas, 1926), 

本文提出, 绿色创造力是输出创造性绿色思维产

品的过程 , 包括准备期 (Preparation) 、酝酿期

(Incubation) 、 明 朗 期 (Illumination) 和 验 证 期

(Verification)四个阶段。具体而言 , 在准备期中 , 

员工聚焦绿色创造性问题本身, 积累足够的环保

知识并搜索相关信息, 为解决环境问题做初步尝

试; 在这个过程中, 员工可能会出现方案成效不

高或实施不得要领的不良心理状态(詹慧佳  等 , 

2015)。当员工面临此类困境, 往往以暂时离开的

方式进行内隐加工 , 此时进入酝酿期 (Wallas, 

1926)。换言之, 员工将难题暂且搁置, 表面上放

弃绿色创造性活动而转战其他无关活动, 但潜意

识中仍然关注环境问题, 只是以相对隐蔽的方式

继续进行信息加工。经过酝酿期之后, 破解困境

的答案可能以突然出现的方式呈现, 称之为明朗

期(Wallas, 1926); 员工顿悟并伴随“Aha”体验, 在

杂 乱 的 信 息 中 形 成 解 决 环 境 困 境 的 新 想 法

(Bowden et al., 2005)。而验证期则是员工基于明

朗期形成的答案做进一步细节性验证, 以论证答

案的可行性与创新性(Wallas, 1926)。需要注意的

是, 明朗期和验证期往往相伴出现, 难以从实验

设计上进行严格区分(詹慧佳 等, 2015)。基于此, 

未来研究可以基于认知过程观 , 专门开发新的

绿色创造力量表 , 以加深对绿色创造力过程观

的理解。 

4.2  关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绿色创造力的影

响效应 

当前有关绿色创造力的研究在中西方文化情

境中广泛开展, 但对于员工所属文化价值观差异

的影响鲜少涉及。儒家思想长期贯穿于整个中国

社会, 尽管近年来中国社会巨变, 资本主义的个

人观念入侵, 但是受儒家思想熏陶形成诸如敬畏

自然、遵从天道、顺从权威等的传统价值观依然

根深蒂固(王庆娟, 张金成, 2012)。不同于西方社

会的个人价值观, 工作场所儒家传统文化观可能

对于中国员工绿色创造力的效用更甚。 

首先, 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使中

国员工倾向于维护集体利益, 将自己看作集体的

一份子(王佳燕 等, 2022)。在绿色创新发展的大

环境下, 员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不为一时

私利做出威胁环境的行动, 与领导和同事共同努

力, 愿意为解决环境问题承担具有一定风险的绿

色创造性活动。其次, 鉴于创新存在不确定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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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性, 对于更加遵从、信任且忠于领导的高权

力距离取向的员工而言(Tyler et al., 2000), 领导

对其绿色创造力水平的激励作用可能更加显著。

受儒家传统文化观影响, 中国员工普遍具有遵从

领导与崇拜权威的特质, 即权力距离取向较高(王

庆娟, 张金成, 2012; 王佳燕 等, 2022), 他们热

衷于迎合领导的需要, 积极响应由领导推动的绿

色开发项目, 能够将保守态度转化为积极主动的

行为, 提高绿色创造力水平。第三, 长(短)期导向

也可能是员工绿色创造力的影响因素。这是因为, 

组织内关注长期结果的文化导向使得组织不会仅

局限于短期绩效(王佳燕 等, 2022), 而是为员工

制定长期培训计划, 看重绿色管理带来的长期绩

效回报; 基于此, 员工将组织长期绿色目标内化

为自身价值观的一部分, 积极探索并主动提出更

多新颖有效的绿色管理想法。综上, 未来可以基

于工作场所儒家传统文化视角, 深入开展本土情

境绿色创造力研究。 

4.3  拓展团队层面绿色创造力的激发机制 

环境问题并非由单一个体所引起。仅仅依靠

个体力量无法解决这一社会性问题, 还需要依赖

社会群体的参与(Fritsche et al., 2018)。绿色举措

实现的成效往往是团队成员齐心协作的成果。因

此, 随着组织结构趋于扁平,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越来越紧密且复杂, 组织开始依靠一个个卓越团

队立足市场。与个体层面的绿色创造力相比, 团

队层面的绿色创造力对环保议题具有更直接的作

用 , 也更契合当今以团队为中心的工作模式

(Fritsche et al., 2018)。然而现有研究仍然停留在

个体层面, 很少通过实证分析探究团队绿色创造

力 (Team Creativity)的诱发机制 (Farrukh et al., 

2023; George, 2007)。 

团队绿色创造力并非员工创造力的简单加总, 

它是团队成员对环境可持续和创新理念的共同构

想、改进与推动(Chen et al., 2015)。这是因为, 团

队成员往往置身于一个关系复杂的社会网络中 , 

各成员之间存在着频繁且复杂的互动过程(Wu & 

Cormican, 2021)。因此, 本文建议基于社会网络视

角开展团队绿色创造力相关研究, 关注关键动态

元素的作用效果。 

本文认为, 与员工绿色创造力类似, 团队自

身因素和外在情境因素构成影响团队绿色创造力

水平的关键。已有学者基于跨行业数据证实, 绿

色人力资源管理与环保服务型领导能够激发团队

绿色创造力(Ogbeibu et al., 2020; Siddiquei et al., 

2021); 团 队 自 身 因 素 , 如 团 队 异 质 性 (Team 

Heterogeneity)、团队绿色行为意图 (Team Green 

Behavioral Intention) 以 及 团 队 韧 性 (Team 

Resilience), 可能也是影响团队绿色创造力水平

的重要因素。首先, 团队异质性意味着团队成员

在人口特征、认知观念以及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

异(Heyden et al., 2013)。一方面, 不同的行业知

识、技能经验和心理认知带来丰富资源, 有助于

突破思维框架, 提供多样化路径线索, 在团队互

动中不断激发绿色创新性; 另一方面, 团队异质

性可能增加成员间的认知冲突、降低沟通有效性

和决策速度, 进而抑制团队绿色创造力。因此有

必要探究调节机制以区分正负影响。其次, 团队

绿色行为意图从团队层面构建以环境保护为导向

的工作基调, 组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态度指导实

践(Norton et al., 2017), 有助于在团队互动过程中

形成环保共识, 更容易激励成员提出绿色创造性

想法。再如, 新冠疫情之后不少组织面临经营危

机, 团队韧性作为能够从外部逆境事件中恢复的

能力, 可以帮助组织及时做出动态调整, 关注市

场动向(Stoverink et al., 2020), 以立足关注长远发

展的绿色管理。未来有必要从内部团队特征与外

部情境要素, 进一步探究团队绿色创造力的激发

机制, 以期丰富绿色创造力相关研究。 

4.4  挖掘绿色创造力的动态属性 

新近研究表明创造力具有动态变化性, 创新

和创造力动态模型 (The Dynamic 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也强调了这一观点 (Joshi & 

Dhar, 2020)。Chen 和 Chang (2013)指出, 企业需

要既能满足环境需求、又能重塑市场营销规则的

绿色创造力, 具有动态属性, 然而目前尚未得到

学界的关注。而 Norton 等(2017)在日记研究中指

出, 员工的绿色行为意向与实际绿色行为在不同

组织情境中存在明显波动。那么, 随着时间的推

移与市场环境的改变, 员工的绿色创造力是否也

会受到某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动态波动情况？鉴

于绿色创新前期投入成本过高且见效缓慢, 进入

后疫情时代的员工是否会降低绿色创新补偿感知

而选择暂时保存实力, 即是否存在绿色创造力倒

退的现象？未来有必要探讨员工绿色创造力的动

态变化情况以有效引导企业绿色创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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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预防绿色创造力的道德许可效应 

学界与业界在宣扬绿色创造力积极意义的同

时, 更应关注如何保持这一竞争优势。以往研究

表明, 员工前期的善行可能会成为后续消极行为

的“正当”理由(Miller & Effron, 2010); 如果善行

产生于外部多方压力之下, 这种道德许可效应将

更加普遍(Effron & Conway, 2015)。本研究呼吁未

来需要关注绿色创造力的持续性, 以预防潜在的

道德许可效应。 

首先, Klotz 和 Bolino (2013)指出, 无法得到

预期报酬是员工前期积极道德经历转为道德缺失

行为的导火线, 因为道德经历只是赋予了员工道

德信用, 不能保证道德行为的可持续性。那么, 未

来有必要探究何种因素(如环保价值观)能够有效

弥补绿色创造力的短暂性刺激。具有环保价值观

的员工可能受到自愿保护环境的内在驱动, 即使

前期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并未给予其丰厚的报酬, 

他们也愿意从事与价值观一致的行动 (Miller & 

Effron, 2010), 即不容易陷入道德许可。其次, 心

理特权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可能构成了道

德许可效应的解释机制。前期产生绿色创造力的

艰难度与预期报酬的滞后性违背了互惠原则, 促

使员工产生了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认知; 在得到

自己无法获取更多资源的消极判断(心理特权低)

之后, 员工的后续行为出现不一致性, 他们不再

积极从事这种得不偿失的活动, 转而心安理得的

采取不道德行为。此外, 如果前期的绿色创造力产

生于组织战略等外部压力之下将会加剧这一效应。 

4.6  警惕绿色创造力可能付出的代价 

随着绿色管理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已

有研究多次强调绿色创造力对个体、组织与社会

产生的积极作用 (Bahzar, 2019; Chen & Chang, 

2013)。然而成长总是伴随着剧烈“阵痛”, 这些受

益主体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付出高额代价(Tuan, 

2020), 比如环保投入成本过高威胁日常经营活动, 

企业特定的绿色材料或技术可能导致供应短缺、

价格变化 , 供应链转型存在滞后期和不稳定性 , 

环境政策变化给企业长期规划和投资带来不确定

性等。但是这与传统创造力的恶意表现机制不同

(Zheng et al., 2019), 出于“好心”的绿色创造力督

促员工以保护环境为前提行事, 带来的环保设施

不成熟、环境不稳定等消极结果是形成新型竞争

优势(绿色创造力)需要承担的代价。综上, 未来应

关注绿色创造力需要付出的代价, 探究其表现、

根源、机制与对策, 缩短成长“阵痛期”, 降低需要

付出的成本, 不让前期为提高绿色创造力所做出的

努力付之东流, 更好地保障绿色创造力目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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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ors of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Individual factors,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YU Guangyu1, NIE Qi2, PENG Jian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ity, enterprises are facing severe 

pressure related to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creativity, which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ideas about 

green products, green services, green processes, or green practices that are judged to be original, novel, and 

useful, is the key way to realize the low-carbon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stimulat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s of green creativity. Individual factors 

(motivation, cognition, emotion, attitude, ability, and behavior) and contextual factors (leadership, vision 

and strategy, management practice, and comprehensive strength) constitute the antecedent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 employee green creativity. On this basis, the functions of the above factor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1) the "situation → individual" driving path model, where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affective events theory, and attitude change theory are the patterns of explanation 

perspectives; and (2) the interaction model of individual and situation, in which competency activation 

model and 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re the patterns of explanation perspectives. Future 

research can start from concept definition, traditional influence, team level, dynamic attributes, persistence 

and the price that needs to be paid to enrich the green creativity theory system. 

Keywords: green creativity, individual factors, contextual factors, individual-context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gree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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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绿色创造力的个体影响因素 

代表性研究 个体层面因素 理论视角 

李文静等(2020) 

Liu 和 Liu (2023) 

Maitlo 等(2022) 

动机 绿色内(外)部动机 

亲社会动机 

绿色自主性 

自我决定理论 

田虹和田佳卉(2020) 

Al-Hawari 等(2021) 

Chen 和 Chang (2015) 

Farooq 等(2021) 

Kalyar 等(2021) 

Xing 等(2019) 

认知 绿色正念 

绿色自我效能感 

创新自我效能 

价值一致性 

环境价值观 

社会认知理论 

Al-Ghazali 等(2022) 

Bhutto 等(2021) 

Karatepe 等(2022) 

Kalyar 等(2021) 

Mittal 和 Dhar (2016) 

Sidney 等(2022)  

Song 和 Yu (2018) 

态度 绿色工作投入 

绿色创造性过程投入 

绿色组织认同 

社会认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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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代表性研究 个体层面因素 理论视角 

Chen 等(2021)  
Tuan (2023) 

情感 环保激情 情感事件理论 

能力-动机-机会理论 

Riva 等(2021) 

Yang 等(2019) 

资源能力 职场地位 

绿色知识 

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 

资源基础观 

Ahmad 等(2022) 

Badar 等(2023) 

Öğretmenoğlu 等(2022) 

行为 亲环境行为 

绿色组织公民行为 

绿色知识共享行为 

社会学习理论 

来源: 依据资料整理所得 

 
附表 2  绿色创造力的情境影响因素 

代表性研究 情境层面因素 理论视角 

李文静等(2020) 

田虹和田佳卉(2020) 

Al-Ghazali 等(2022) 

Badar 等(2023) 
Bahzar (2019) 
Bhutto 等(2021) 

Chen 和 Chang (2013) 

Mittal 和 Dhar (2016) 

Maitlo 等(2022) 

Öğretmenoğlu 等(2022) 

Sidney 等(2022) 
Tuan (2019) 
Tuan (2023) 

团队因素 绿色变革型领导 

绿色包容型领导 

道德型领导 

环保服务型领导 

环保真实型领导 

环保授权型领导 

领导力理论 

变革型领导理论 

资源保存理论 

Bhutto 等(2021) 

Chen 等(2021) 

Chen 和 Chang (2013) 

Farooq 等(2021) 

Hameed 等(2022) 

Jiang 等(2020) 

Joshi 和 Dhar (2020) 

Maitlo 等(2022) 

Mittal 和 Dhar (2016) 

Muisyo 等(2022) 

Sidney 等(2022) 

Song 等(2020) 
Tuan (2023) 

企业因素 绿色人力资源管理实践 

环保创新实践 

绿色共同愿景 

绿色创新氛围 

资源承诺 

资源保存理论 

社会学习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能力-动机-机会理论 

创造力成分理论 

张秀娥和李清(2021) 

Chen 和 Chang (2013) 

Hur 等(2018) 

Joshi 和 Dhar (2020) 

Kalyar 等(2021) 

Song 和 Yu (2018) 
Tuan (2022) 

企业因素 绿色创新战略 

环保创新实践 

绿色创业导向(绿色先动导向) 

绿色动态能力 

主动型绿色创新 

反应型绿色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 

创造成分理论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动态能力理论 

来源: 依据资料整理所得 

 

 


